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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回顾和梳理环境事实论与环境建构论的基础上，剖析了环境

议题呈现的社会机制，并以Ａ市市民反对Ｌ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的过程为例

诠释这一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议题的呈现机制包括了群体利益冲突、差异

性认知和主张竞争、权力和资源及策略运作三个环节。环境议题不仅是客观

环境现象的持续再现，更内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认知和判断；它的提

出、表达和形成正逐步由“政府主导型”和“精英主导型”向“环境利益相关者

共构型”过渡；环境议题呈现了不确定性和模式化趋势的特征，这既暗示了风

险社会的到来，也见证了公众对环境公正和政治平等日渐强烈的呼声，以及

市民社会成长与结构性限制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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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三十余载，环境问题与社会发展并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相似的环境状况下，有的环境问题演化为倍受关注的社会焦点，而有
的却遭受“视而不见”的冷遇；类似的环境问题，有的进入了政府议事日

·２６１·

社会·２０１３·１



程并得到有效解决，有的却久拖不决或不了了之。因此，环境状况转化
为社会议题的机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此问题的分析既要
认识环境利益相关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身处的社会结构，也
要考察环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在既定的社
会结构中，各环境利益相关者是如何认知和定义环境状况的；各方采用
何种话语表达自己的环境主张；各方在认识和行动过程中受到哪些限
制；他们掌握和动用了哪些权力与资源并采取何种行为策略，以及相互
之间如何互动。

目前，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大多采用社会事实论范式，关注“社会
看见了什么”，笔者认为，关注“社会如何看见”和“社会对这些客观事实
如何反应”也非常重要。基于对社会现实的困惑和对既有解释的质疑，

本研究以“社会转型加速期”为背景，结合利益相关者的构想，采用嵌入
性单案例研究方法１，从而揭示环境议题呈现的社会机制。

１．本研究之所以采用嵌入性单案例研究方法，是因为其适用于“包含一个以上分析单位的一
个案例研究”（殷，２００４：４８），且单案例研究适用于对典型性事件进行讨论。本研究案例为一起
公众反建垃圾焚烧厂事件，在这一研究中并存了多个分析单位：各级政府、垃圾场管理方、项目
投资商和筹备方、群众（包括受影响和不受影响的群众）、各类专家、各级媒体和民间环保组织。

一、两种视野中的环境问题

环境社会学内部有关现实主义视角与建构主义视角的争论由来已

久。环境事实论预设环境问题的客观实在性，并主张从客观的社会事
实和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分析问题的致因和影响。早期研究中著名的
“艾里奇—康芒纳”之争，便是环境事实论的典型代表。艾里奇（２０００）

提出的“人口增长论”认为，环境问题的产生源于世界人口增长过快，人
口增加必然要使用更多资源、占据更大空间、制造更多污染。同时代的
康芒纳（１９９７）提出的“技术决定论”则认为，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

具有环境破坏性的技术代替了不太具有环境破坏性的技术。尽管各执
一词，但两者都承认环境问题由社会结构性要素———人口或技术的变
迁造成。

作为环境社会学的奠基人，邓拉普和卡顿在吸取了邓肯的“生态复
合体”思想和帕克的“社会复合体”思想后，提出了更为综合的生态学分

·３６１·

约制与建构：环境议题的呈现机制



析框架（Ｄｕｎｌａｐ　ａｎｄ　Ｃａｔｔｏｎ，１９７９，１９８３）。他们强调环境因素的中心地
位并着力回答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口、技术、文化、社会和人格系统等
变量如何影响自然物理环境；二是自然物理环境由此发生的变化又是
如何影响人口、技术、文化、社会和人格系统，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Ｄｕｎｌａｐ　ａｎｄ　Ｃａｔｔｏｎ，１９７９）。显然，研究者对环境、人口、技术、文化等
客观社会结构性要素十分重视。此后，邓拉普和卡顿（Ｄｕｎｌａｐ　ａｎｄ
Ｃａｔｔｏｎ，１９８３）提出的“环境的三维竞争功能”（ｔｈｒｅ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亦能看到结构功能论和冲突论的影响。他们通过
分析环境的三种功能（提供生活空间、生存资源和进行废弃物储存与转
化）和功能间的冲突关系２，解释了当代环境问题的生态根源，但是，此
模型的缺点在于没有涉及人类的社会行为是如何影响环境功能的，以
及是如何加剧这些功能之间竞争的。

２．环境的每项功能都在相互竞争资源和空间，并作用于其他功能。近年来，三项功能的交叠
和竞争越发明显了，并且区域性生态系统的功能竞争现已扩散到了全球范围。

当众多学者热衷于探讨人口增长、技术发展和物质主义消费者等
因素对环境衰退的影响时，史莱伯格（Ｓｃｈｎａｉｂｅｒｇ，１９８０）作出了令人信
服的批评，他认为这些因素过于表面化，没有从社会体制深层挖掘环境
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影响；人们应当关注社会系统自身运行的复杂机制
及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他提出了一种替代性解释模型———生产制动
机制。这个解释模型大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韦伯主义
社会学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是当今环境问题产生的重
要驱动力，其解释逻辑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就是经济扩
张，经济扩张必然从自然环境中开采更多资源，过度向环境索取则产生
了大量环境问题；反之，大量的环境问题成为限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
颈，这种恶性循环如同踩脚踏车一样周而复始。因此，史莱伯格的解释
模型也被形象地称为“苦役踏车模型”。这一浸染了浓厚政治经济学意
味的模型，从制度因素切入环境问题分析，无疑响应了事实论“从社会
结构性要素分析问题”的号召。不仅如此，史莱伯格还阐明了一个强有
力的“资本—国家—劳动力”联盟是如何支持持续的生产扩展，从而导
致环境破坏的“苦役踏车”难以遏止。

但是，环境问题并不仅仅是地区性问题。依据沃勒斯坦（１９９８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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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ｂ，２０００）的分析，现代世界体系包括核心、半边陲和边陲三部分。
核心国主要经营收益丰厚的制造业，而边陲国为核心国和半边陲国提
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核心国还把边陲国当作垃圾回收站，把本国的
污染工业和废弃物向边陲国转移。因此，根据世界体系理论，不同国家
在世界体系中的不同位置是导致全球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过去十几
年，采用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环境问题的成果在增加，包括对资本主义发
展过程中生态因素作用的分析，对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与森
林采伐程度、二氧化碳的排放率和生态足迹等环境状况之间关系的分
析等（转引自Ｄｕｎｌａｐ　ａｎ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２００６）。
上述观点，不论是限于一国之内的，还是全球视野的；不论是来自

人口、技术、文化、人格体系的解释，还是制度层面的批判，都预设了环
境问题的客观实在性，并将研究重心放在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的联系上。

１９７３年，斯佩克特和科茨尤斯（Ｓｐ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Ｋｉｔｓｕｓｅ，１９７３：１４６）发
表了《社会问题的重构》，把社会问题定义为“群体活动，目的是向一些
组织、部门和机构就一些公认的社会状况进行投诉和提出主张”。此文
一出，立刻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它不但直接挑战了“结构功能理
论”对社会问题的定义和理解，实际上也动摇了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理
论界的主导地位。此后，随着社会建构理论的不断完善，该理论流派逐
渐在社会理论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成为研究包括环境问题和社会运
动等在内的社会问题的另一种范式。
最早将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引入环境问题研究的是巴特尔及其同

事，他们用建构主义方法分析了全球环境变迁问题，并提出关于全球环
境变迁问题的环境社会学研究纲领（Ｂｕｔｔｅｌ，１９９２）。其后，一大批学者
对此进行了尝试，如索尔斯博里（Ｓｏｌｅｓｂｕｒｙ，１９７６）提出：在政治体系内
发展和壮大环境问题必需完成的三项任务———吸引注意力、争取合法
性和激发实际行动；恩农（Ｅｎｌｏｅ，１９７５）分析了一个环境事件转变成万
众瞩目的环境问题需要具备的条件：吸引媒体注意力、涉及政府部门、
需要政府的决议、不被公众视为转瞬即逝的怪事和关系到众多市民的
个人利益。同时，恩农认为，这些条件的实现部分依赖事件本身，部分
依靠环境倡导者对事件的成功宣传。
更有甚者将环境话语、权力关系、媒体关注、科学家和风险等相关

研究纳入社会建构环境问题模式。在汉尼根（２００６）看来，环境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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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物化”本身，而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他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建
构一项环境问题的三项关键任务，即环境主张的集成、表达和竞争。集
成环境主张的任务包括问题的最初发现和详细描述被发现的问题；表
达环境主张的任务是吸引社会注意力，并合法化该主张；主张的竞争指
为了在众多主张中脱颖而出并使该主张得以实现，主张提出者要不间
断地抗争以寻求实现法律和政治上的变革。尽管汉尼根一再强调他并
不否认环境问题的客观实在性，但他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客观原因的回
答仍不能令同行们满意。
对社会问题产生的客观原因缺乏关心，过于注重文化符号和人的

主观能动性是建构主义流派的通病，环境建构主义也不例外。针对建
构主义的不足，佩罗（Ｐｅｌｌｏｗ，２００１）等在研究环境不公平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环境不公平由多方行动者共筑”的观点。在佩罗看来，环境不公
平的形成过程是多方行动者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框架中，为争夺有价值
的环境资源而互动的动态演变过程，强调一种状态或问题呈现的结构
性、互构性和历史性。
对比环境事实论和环境建构论，环境事实论认为，传统社会学注重

社会环境的作用而忽略自然环境，导致当下研究对环境问题解释力的
减弱；倡导重视自然环境的作用，并认为应当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
会关系等客观社会条件中去探寻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社会影响；主张
兼收并蓄的态度，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从而改革社会学对环境问题的
研究方式（Ｄｕｎｌａｐ　ａｎｄ　Ｃａｔｔｏｎ，１９７９，１９８３，１９９３；Ｄｕｎｌａｐ，Ｌｕｔｚｅｎｈｉｓｅｒ，ａｎｄ
Ｒｏｓａ，１９９４）。
环境建构论趋向于集中考察环境问题的问题化过程，认为一项环

境问题的呈现倚赖人们对环境现象的解读，人们眼中的环境反映了特
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理解。建构主义者的研究表明，环境问题不仅源
自客观环境状况的改变，且人们对环境状况变化的理解也是影响环境
问题形成的重要因素。然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具有后现代倾向的一些
建构主义者在解构环境问题的同时，还解构环境或自然本身，这激起了
“现实主义阵营”环境社会学家的抗议。他们认为，虽然人类能解构自
然概念，但很难挑战全球生态系统存在的事实（Ｄｕｎｌａｐ，Ｌｕｔｚｅｎｈｉｓ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ｓａ，１９９４）。现实主义批评者进一步指出，“强大的建构主义者”
忽视环境论的有效性，破坏环境科学并排斥被视为环境社会学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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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关系检测”，潜在地使“认为生态物理环境不重要”的传统
认知死灰复燃（Ｄｕｎｌａｐ　ａｎ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２００６）。但环境建构主义者则认
为，他们并非否认环境问题的客观实在性，而只是将环境主张和知识问
题化（Ｙｅａｒｌｅｙ，２００２）。

两种研究取向的讨论最后各自作出了妥协和退让。建构主义者们
开始温和地表达他们的研究取向，而部分现实主义者则转向“批判的现
实主义”视角。正是这种切磋，既激励了建构主义者不断完善其理论，

又激发了学者们将二者结合的兴趣和热情。

既然环境议题的形成是一个关涉结构和行动相互制肘的过程，那
么就有理由考察人们在怎样的社会结构中，采取怎样的方式推动环境
议题的呈现。

３．“别在我家后院”（Ｎｏｔ　ｉｎ　ｍｙ　ｂａｃｋ　ｙａｒｄ，简称ＮＩＭＢＹ）兴起于欧美，居民希望保护自己的生
活环境，强烈反对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如垃圾处理厂、变电所、精神病院和监狱
等在自家附近落户。

４．按照学术规范，笔者对文中所涉及的社区、团体、组织和个人名称都进行了匿名处理。

５．据报道，目前中国建成和在建的垃圾焚烧厂，总数超过１６０座；而“十二五”期间规划的垃
圾焚烧厂超过２００座，也就是说，未来４年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数目可能增加２到３倍（于达
维，２０１２）。

６．Ｌ地区地处Ａ市近郊西北部，与该市地下浅层水源相连，属湿地，常年风向为西北风。因
此，当地人称之为“上风上水”的宝地。

二、“别在我家后院”３：反建Ｌ垃圾焚烧厂始末

本研究选取的典型案例———Ｌ垃圾焚烧厂４只是全国众多垃圾焚
烧厂中的一个５，作为Ａ市“十一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在“十一五”关门
之际，却兀然倒地。案例卷入了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等多方力量，展
开了一场没有赢家的“协商与竞技”。令人宽慰的是，这一事件一方面
让地方政府意识到政府公信力在“关门政治”中的日渐消耗，从而尝试
打开与公众的沟通之门；另一方面使居民开始反思城市垃圾处理的根
本之道，而不再纠缠于垃圾焚烧技术的争论。

１９９４年，Ａ市Ｈ区政府以城区垃圾处理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发展为
由，向市政府上报了紧急请示，请求将位于Ｌ地区６的某建材工贸公司
的取土坑改建为垃圾填埋场。在Ａ市召开的关于解决 Ｈ区经济发展
等问题的现场办公会上，市领导原则同意将这个建材公司的取土坑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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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垃圾填埋场。１９９５年６月，区环境卫生管理局向市环境保护局递交
了Ｌ垃圾填埋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同年７月初，市环保局下达了对
该环评报告的批复：“原则同意该报告书的结论和建议”。

１９９８年，市政府开展“献礼工程”，为在１９９９年国庆前夕建成Ｌ垃
圾填埋场，开始拨款搬迁砖瓦厂厂房和职工居住区，整改兴建垃圾填埋
场，前后共拨款１　５００万元７。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Ｌ垃圾填埋场竣工并投入
使用。在垃圾填埋场选址和兴建的过程中，Ｌ地区陆续规划并建成了多
处居住型社区，在垃圾场投入使用前，居民已在附近入住。２０００年底，垃
圾臭味扰民，较早入住附近社区的居民曾因恶臭围堵过垃圾运输车，但
收效甚微。２００５年，垃圾场周边四个主要商品房社区的业主陆续入住，
高新技术区的数十家企业也陆续落户该地，受到臭味困扰的公众和单位
越来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问题的后续发展聚集了民众力量。

７．搬迁款的去向不明导致居民更加反感地方政府和单位的做法，增加了民众对地方政府的
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在社会生活其他方面也有积累，逐步演化为一种结构性的不信任。

２００６年，政府计划在Ｌ垃圾填埋场旁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一
项目是Ａ市“十一五”规划中的重大项目。正是这一“铁板钉钉”的项
目让之前民众的“小打小闹”快速拧成一股抗议力量，并将问题推向高
潮。２００７年６月，Ｌ地区居民在联名向市环保局提交《行政复议书》被
否决的情况下，上千人统一着装到国家环保总局请愿。对此，环保总局
快速做出反应，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缓建Ｌ垃圾焚烧厂。环保
总局的决议，使Ｌ事件在全国造成了巨大轰动，全国各地媒体纷纷报
道，一个地区性事件随即转化为一项社会议题。

“２００７年６月７日，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日子”，Ａ市“茉莉园”社区
的一位业主在论坛上贴出的文章中写道，“在经过近两年的反建垃圾焚
烧厂抗争后，我们终于看到了希望”———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决议被Ｌ
垃圾填埋场附近的居民称作“反建工作里程碑”。此后近５年中，当地
居民坚持他们的主张———要求垃圾焚烧厂停建并搬迁———动员多方资
源、采取多种行动策略表达他们的主张，持续与政府进行沟通。与此同
时，媒体跟进，Ｌ垃圾焚烧厂受关注度不减。至２０１１年１月，Ａ市Ｈ区
区委书记在“两会”上表示，Ｌ垃圾焚烧项目弃建，将另行选址解决本区
垃圾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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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让人喜忧参半：反建行动的成功，说明政府倾听了民意；
但另行选址只是将垃圾处理转移到其他地方，环境风险依然存在。问
题的实质在于：“别在我家后院”的主张和行动是如何建构成环境议题
的；垃圾处理应该在“谁家后院”，或者是否有“不在任何人的后院”处理
垃圾的更合理的方案？

三、群体利益冲突：环境议题的内部动因

马克思（１９５６：８２）曾精辟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
们的利益有关”。现代社会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使环
境议题的形成和解决超越了科技的界域，成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和
文化过程。

（一）群体利益
群体利益是社会议题形成的前提，当客观状况侵害或威胁到大多

数社会成员所珍视的利益时，人们会就该状况推动公共议题的形成并
要求解决。在多元社会中，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他们对有限
资源的争夺势必引发矛盾和冲突。
在诸多环境利益相关者中，政府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环境利益相

关主体。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一旦产生就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很
大程度上也是“理性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政府利益表现
为政府组织利益、部门利益和官员利益。随着社会分工的专业化，政府
组织的自利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政府的部门利益包括不同职能（横向）和不同级别（纵向）的部门利

益。以经济和政治赋权为特征的改革，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利益和部门
利益的承认，并希望通过实现地方和部门利益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然
而“赋权”的同时，由于“分权”界限模糊和规则不完善，使得横向部门之
间为了争取更多利益和资源产生不合理竞争；纵向部门为了追求本地
局部利益，各级政府之间相互讨价还价；此外，当部门权力与集团利益
挂钩时，政府可能在集团利益的驱动下将公共权力部门化。例如，Ａ市
生活垃圾如果由专门职能部门从总体上统一规划处理，会比“谁家孩子
谁领走”的分散处理更有利于整体环境。但由于部门利益分化、权力交
叠、同级政府间利益竞争等原因，使得垃圾处理仍依照“自家孩子自家
领走”的原则进行，造成垃圾处理场“围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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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是公共权力的代表者和执行者，但作为个体，他们又是以
自我利益为导向的理性行动者。如果政府官员私欲膨胀，特别是当外部
约束机制弱化时，他们可能借公共权力扩大个人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
本研究中的垃圾填埋场作为区政府的下属机构，属事业单位性质，

政府每年投入资金维持其运营；同时，半市场化运营又使其具有赢利性
的特征。拟建的垃圾焚烧项目，利润更丰厚；虽然前期投入大，但运营
成本低，收益稳定丰厚（如垃圾处理补贴、售电收入、税收优惠、供热收
入和售渣收入等）。８

８．垃圾处理费补贴和上网电价收入是垃圾发电厂成本补偿和利润的主要来源。所谓垃圾处
理费补贴，是指每处理一吨垃圾，政府就给予一定金额的补贴。目前，海南是全国垃圾处理补
贴费最低的地区，每吨仅５０元；上海是比较高的地方，每吨１２０元。一般在６０元到８０元就有
赢利空间。此外，还可从发电业务中获得收入。根据有关规定，国家为扶持再生能源项目，除
保证垃圾发电的电量全部收购上网外，每度电还补贴０．２５元，同时免征增值税和减免所得
税。２０００年，广州市物价局曾批复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上网电价为０．６３元／千瓦时（不含
税），而普通电厂上网电价每度只有两三角钱。对于垃圾焚烧发电厂来说，一般仅仅依靠电价
收入，就能基本实现收支平衡。政府给予的垃圾处理费补贴，则成为企业利润。更关键的是，
由于是特许经营，具有垄断性质。

区政府与垃圾填埋场属上下级关系，而拟建垃圾焚烧厂的投资商
和管理方与区政府个别官员存在私人关系，这两种关系都容易使区政
府与垃圾处理方之间产生“利益共谋”，从而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给普
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环境风险。例如，垃圾焚烧厂的选址过程没有
公众参与，折射出地方政府与焚烧厂投资方利益共谋的局面和深层的
社会结构。
城市生活垃圾由公众共同制造，而垃圾处理单位提供的公共服务

在一定区域内没有排他性，即远离垃圾场的公众是垃圾处理的获益者，
而居住在垃圾场附近的居民却成为直接受害者。两类公众对待垃圾处
理单位的态度也会因此产生反差，获益者至少不会强烈反对垃圾焚烧
厂的兴建，受害者则强烈抵制焚烧厂在住家附近落户。

他们（地方政府）不知道调查了哪里的居民，写出来的环
评报告说，７０％以上的人都同意建垃圾焚烧厂。我们自己也
搞了一个调查，发问卷，结果是１００％反对。现在大家都清楚
二噁英的危害了，谁愿意自己门前杵着个垃圾焚烧厂啊！（访
谈资料ＲＨ１００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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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立场的专家和媒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外在限制。在垃圾污
染这个问题上，他们或赞同和支持兴建垃圾焚烧厂，或与公众一道呼吁
环境保护９。由于民间环保组织未得到充分发育，力量不够强大，并且
出于生存和自身利益考虑，也无法与污染主体和地方政府部门抗衡。

９．事实上，反建专家和媒体在反对Ｌ焚烧厂的目标上与当地公众是不完全一致的，当地公众
就只想把垃圾焚烧厂搬走，至于搬去哪里他们并不关心，而反建专家呼吁的目的是从全局上
保护环境，媒体的目标是追求公平正义。

（二）群体利益冲突
当各方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强调主体性与权利时，各种利益分歧与

冲突凸现：环境利益—经济利益的冲突、环境公益—环境私益的冲突、
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冲突。它们之间的冲突都表现为主体对其利益的
获取和维护，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环境议题的综合性和复杂性。
环境在满足人类各项需求时，其功能是相互竞争的。在本案例中，

环境在满足地方政府处理废弃物的要求与公众对洁净生活空间的需求

时产生了冲突，即地方政府要快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提高市政管理绩
效；周边公众则需要一个清洁干净的生活环境；垃圾处理方追求利润，
为了收益最大化，它可能降低垃圾处理成本，进而造成环境污染。垃圾
处理方与周边公众对环境资源展开了争夺。
在这场利益冲突中，没有绝对的赢家，但必须承认冲突中存在相对

受益者和相对受害者，并且他们对环境议题的呈现拥有不同影响力。

表１：环境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与利益卷入矩阵

利益卷入度

对议题的影响力

低影响力 高影响力

低利益卷入 最小优先权群体 弱利益相关的强势群体

高利益卷入 强利益相关的弱势群体 最大优先权群体

　　依据一项议题中群体的利益卷入程度和对议题呈现的影响能力，
我们将环境利益相关者区分为４种不同类型：（１）最小优先权群体，指
那些利益卷入度较低且其左右环境议题呈现能力较弱的人群，如非当
地的普通公众，他们对问题的关注度总体低于当地公众，普遍缺乏行动
的利益动因，并且影响力较低；（２）弱利益相关的强势群体，指在事件
中，其利益卷入度较低，但掌握着对议题呈现具有关键影响力的群体，
如媒体和技术专家；（３）强利益相关的弱势群体，指在事件中，各种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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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威胁或侵害，但缺乏能力维护自身权益的人群，如众多分散的利益
受损的普通公众１０；（４）最大优先权群体，指在事件中利益卷入度和影
响力都高的群体，如与此相关的各级政府。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区分是
为了帮助我们厘清群体利益在议题呈现中的作用，但并不意味此划分
是固定不变的。事实上，四个群体的影响力和角色在议题呈现的不同
阶段会发生转化。

１０．需要说明的是，分散的普通公众作为原子式个体对议题的影响力较低，但如果众多个体
聚集在一起，共同对事件作出反应，那么，这股联合的力量将对议题的呈现产生重要影响。

利益是不同群体在不同阶段进行各种活动的内在动因。每个利益
相关者依据本群体利益，对同一环境状况作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判
断，它们强调自身的困境和状况紧迫性，提出反映各自利益立场的环境
主张，并为争夺稀缺资源而相互竞争。围绕某种环境状况，利益相对受
害者努力将该状况转化为一项社会议题，并得到解决；而相对获益者则
往往不希望状况曝光，甚至否定问题的存在。上级政府是否将某种客
观环境状况“问题化”，并动用社会资源加以解决，反映了政府对不同群
体间利益分配的倾向。图１展示了群体利益在环境议题呈现中的地位
及议题呈现的路径。由此可见，有没有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判
断，而是一个价值冲突和利益争夺的过程。

图１：环境议题的呈现内因与路径

四、认知差异与主张竞争：环境议题的社会建构

（一）环境状况的认知差异
环境议题的形成最终取决于掌握法制化权力的政府，而处于权力中

心的政府官员对环境状况的认知对于环境议题的呈现来说极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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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维护经济可持续增长、政治合法性和对社会诉求及国际影响
的回应等综合考虑，中央政府对我国环境问题的态度审慎而积极。尽
管如此，对一些具有潜在危害性的环境状况，特别是一些在技术和科学
上存在国际争议和不确定性风险的环境状况，中央政府却显得心有余
而力不足。只有当突发事件或影响较大的群体事件出现时，在媒体的
关注下，才把这些状况推向前台。
在垃圾处理问题上，地方政府除了考虑废弃物对环境和健康的影

响外，更要考虑垃圾激增造成无处消纳的问题。由于地方政府的综合
管理职能和多重管理目标，使其必须考虑各项职能之间的契合，实现目
标的效率最大化。因此，地方政府首先会根据它的利益需求对这些状
况进行重要性排序；同时，影响地方政府官员环境判断的主要因素是利
益和政绩。所以在Ｌ事件中，地方政府最初对环境状况的认知和判断
是：垃圾难以消纳是显性问题，需优先解决。
由于地位和职能的差异，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对于相同环境状况的

认知往往出现分歧。各级政府的认知差异会影响环境议题的确立过程：
当认知一致时，议题确立和解决的成本较低，上级的政令能顺畅执行，如
对城市垃圾分类问题的认知；当存在认知差异时，问题的确立和解决就
要通过博弈，互动成本提高，可能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
作为问题制造者的Ｌ垃圾填埋场，一再强调大量垃圾集中处理对

环境产生一定影响是必然的。对于环境污染和周边民众的“闹”，刚开
始采取“躲”、“避”策略，后来发现“闹”有好处，因为群众一闹，政府会拨
款用于设备检修和购买各种消毒除臭药剂；而“垃圾日产量剧增”、“垃
圾场负荷运转”和“资金有限”也成为其开脱责任的主要说辞。
垃圾焚烧厂筹建方和融资方一直期望项目上马。首先，他们担心

前期投资能否收回，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设施成本极高，如果不能在此处
建造，前期投入的资金就“打了水漂”；其次，垃圾焚烧厂实行市场化运
作，利润十分丰厚，但在对外宣传中，焚烧厂的筹建方从不提经济利益，
只是宣传垃圾焚烧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对于外界关于为何要在此处建
造垃圾焚烧厂的质疑，筹建方的回答是“便于综合治理”。
作为Ｌ事件的主要环境利益相关者，当地公众对环境状况的认知

是：（１）Ｌ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选址不合理，垃圾填埋场离Ａ市的引水
渠约１　１００米，周围有部队驻地、两个别墅区、医院和航空材料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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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等敏感单位；（２）环境风险分配不公正，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是政府提
供的公共服务，但存在着受害者和获益者利益分配上的极大差异；（３）
后代人的健康与安全受到威胁，在集体上访中，有人打着“以妻儿老小
的名义”的标语坐在国家环保部门口（在北部新城社区中购房的业主大
多在３０－５０岁，很多家庭都有小孩）。
公众对环境状况的认知和接受程度除了受自身感受影响外，还受

到初级社会关系（朋友、家庭、同事）和次级因素（公众人物、大众传媒）
的影响。建构主义者认为这些认知是被“集体建构”的，即当公众中产
生较为一致的集体认知时，有助于维系集体凝集力，可降低集体行动的
动员成本，并使松散组织持久存在。
专家意见对议题的形成十分重要，但就焚烧技术和垃圾焚烧发电

厂的选址而言，专家们并没有达成一致。反对者认为，“从Ｈ区居民生
活垃圾的成分分析，居民生活垃圾热值低、湿度大，且Ａ市目前没有普
遍的垃圾分类，垃圾焚烧的温度很难达到理想值，所以不适合焚烧发
电”（访谈记录ＥＬ０８０９１０），“Ｌ紧邻引水渠，周围又是高新产业基地密
集地区和居民区，在此处建垃圾焚烧厂显然不合适”１１，“目前世界上不
存在所谓的国际先进成熟工艺设备，二噁英超标排放无法在线监测，短
时间内根本无法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访谈记录ＥＺ０８０３２５）。拥护者
如工程组专家、清华大学Ｎ教授认为，二噁英等有害物只要控制在低
含量的标准，就不会对人体和生态产生不良影响。Ａ市环保局环境影
响评价管理处的Ｚ专家也表示，Ｌ垃圾焚烧厂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如在
线监测和超标自动报警等安全措施，可以防止二噁英超标排放。

１１．参见：“Ｌ垃圾焚烧厂不会过关”，《华夏时报》，２００７－０７－１４。

产生上述认知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是不同社会位置和利益立场会
影响对环境风险的感知；二是各方对“危害”的定义不同，受害公众认为
垃圾焚烧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而地方政府则认为无法处置的垃圾
对环境危害更大，正如汉尼根（２００６：１１３）指出，“在每一个这样的案例
中，一个特定对象会带来什么危害，其定义本身就有争议，会激发一系
列的主张与反向主张，尽管在事实上存在对风险对象的共识”；三是风
险对象和环境危害之间因果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受害者虽然无法在短
期内获得科学数据证明因垃圾焚烧造成环境污染从而危害健康，但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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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垃圾焚烧会危害健康，只是这种影响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地方
政府由于受害者没有证据证明其观点，则坚持认为垃圾焚烧具有安全
性和可控性。

（二）主张集成与表达
主张是“群体成员对其认为有侵犯性或感到不愉快的社会状况的

申诉”（汉尼根，２００６：６４）。围绕Ｌ垃圾焚烧厂兴建问题，不同环境利
益相关者形成两种主张———赞成与反对。

地方政府的困扰在于城市垃圾难于消纳，影响城市管理和发展，于是
提出兴建垃圾焚烧厂的主张，并在辖区范围内选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申
报和办理各种手续。垃圾焚烧厂筹建方的主张与地方政府高度一致。

最初，公众发现并描述了垃圾填埋场对环境的污染，并将污染与周
边社区可观察的健康问题（如肺气肿、癌症、妇女子宫肌瘤、流产等）联
系在一起，还在当地收集了关于垃圾污染的一手资料。对于垃圾焚烧，

公众一开始并不了解，后来逐渐从网络、媒体和环保非政府组织
（ＥＮＧＯ）了解到潜在风险，才开始形成与地方政府相反的主张，即按期
关闭垃圾填埋场，焚烧厂另行选址。在主张集成过程中，周边公众做了
以下事情：为主张命名，估计问题的严重性和影响范围，确定主张的科
学、道德和法律依据，确定可团结和动员的公众力量，以及预估问题可
能的发展空间等。在地方政府和公众集成主张的过程中，专家分成主
建派和反建派，两派专家各自从专业领域中寻找支持本方主张的证据，

为各自提供科学支持。

民间环保组织按其宗旨，主张“跳出利害关系之外，以宽阔的视野提出
一些容易被忽略的见解，以及着眼于宏观和未来的解决办法”（毛达，２００７），

而不只是关心某个垃圾焚烧厂的建与不建。尽管如此，由于民间环保组织
在中国的地位和力量，在Ｌ事件中，他们并没有站出来明确表态。

１２．如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与Ａ市市政管理委员会联合进行了一系列“Ａ市
生活垃圾分类规划调查”。

在表达一项环境主张时，主张提出者的首要任务是为主张提供正
当合理的依据，并努力吸引公众注意力。为了表明其主张的正当化和
必要性，地方政府除了一再强调垃圾管理“危机四伏”，还委托科研机构
进行多项城市垃圾调查和环境调查１２。同样，公众除了努力营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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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的形象，也收集了环境污染证据，包括垃圾场周围环境前后十
年的照片，垃圾场附近地下水质检验报告和近年来周边社区患病人数
比例的变化趋势。要使一个潜在的环境问题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它必
须新颖、重要且易于理解。或许大部分公众起初并不理解很多被冠以
复杂学术名称的物质是什么，不过，当科普者和公众中的主张提出者通
过将这些有害物质与癌症等疾病相联系，人们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危
险。讲道理不如生动的图片和数据更震撼人心，反建主张者在互联网上
传亲自拍摄的垃圾填埋场图片和国外垃圾焚烧产生的有害物质的数据，
让人们更易理解和认同潜在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凸显主张的正当性。
在主张表达过程中，话语与修辞事关主张的合法性。地方政府话语

框架的核心是：城市发展与国家利益，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１）城市建
设与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一再强调城市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需
要和政府管理的难处。这样的论说常见于媒体的报道中，如“每天将有

１０　７７０吨垃圾无处堆放。巨量垃圾放哪里，政府也有难处”。（２）城市形
象和国家形象的维护，呼吁民众考虑大局。城市管理不仅是“行政任
务”，更事关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形象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具有不
可谈判性，常用“服从大局利益”、“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先”等措辞。
而当地公众对抗性话语架构的核心是：环境风险与环境权利，公众

分别通过建构政治、技术、法律和道德等方面的正当性，显示其主张的
合法性。（１）不恰当的垃圾处理破坏环境，有违中央政府的科学发展
观，并通过强调中央政府的环保意愿，在凸现对方主张不合理的同时，
提升自己主张的政治合法性。例如，有访谈者讲，“胡锦涛总书记提倡，
坚持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垃圾焚烧厂在这里选址就没有
遵从‘以人为本’，他们（地方政府）遵从的是经济利益最大化”（访谈记
录ＲＺＨ０８１０１２）。（２）环境风险扩大化。将部分人的环境风险与更多
市民的潜在环境利益联系在一起，从技术角度论说主张的合法性。例
如，“我们这里的水源受到污染，其他地区的公众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等等，这些说法也许把生态系统和生态学过分简
化了，但在修辞上却有着强大的力量，通过强调环境风险扩散，吸引更多
关注，并有可能赢得全社会的支持。（３）维护合法权利。公众不但强调
环境权，还从法律角度强调国家赋予公民的处境知情权、听证权、污染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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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权和民主参与决策权等。对合法权利的强调恰恰符合中央政府提倡
的“尊重民意，发扬民主”的精神。有被访者谈到，“２００６年由环保总局颁
布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公众参与环境
管理的权利和途径，对于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选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和法律依据反对”（访谈记录ＲＺＹ０８０９２２）。（４）环境不公正。从受影响
人群的“人权”出发，提出了有关反对毒性污染物的主张。它强调主张的
道德合法性，考量环境风险在地域、程序和社会三方面是否公平分配。
在主张表达阶段，公众采用了“公正修辞”和“理性修辞”并用的修

辞策略，前者在道德层面上论证环境主张的正当性，而后者则从实用角
度告诫民众，潜在环境风险将波及大部分民众的生活。
不同主张者围绕各自的意向和概念建立起一系列有关环境问题的

“修辞”。不同的环境话语为环境主张提供了不同的主导“动机”或“正
当理由”。各方提出主张只是一个开始，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的主张合
法化，并得到社会和中央政府认可，从而使自己的意志得到贯彻。由
此，主张之间展开激烈竞争。

１３．科学的不确定性可能来自技术、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甚至是来自专家本身的差异。

（三）主张竞争
不同的或截然相反的环境主张在进入宽泛的政治议程这个环节上

可能相对容易，但要在政治议程中取得合法地位却很困难，特别是当主
张要求对既定利益进行再分配和再调整时。不同主张需要在多个领域
内争夺合法性，包括科学界、媒体、法律、社会和政治等领域。
在崇尚科学的时代，科学证据是最主要的说服工具之一，甚至连专

家权威本身也符号化为科学性的标志，它们都可能影响问题议程和大
众方针。如果当科学界对某种环境状况的诊断是一致的，那么主张的
科学合理性便一目了然（如对“造纸业污染江河水”的判断）；但当科学
界对同一环境状况作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诊断时———特别当诊断双
方都具有权威性———不同主张间就会展开势均力敌的较量。当某种环
境状况缺乏先例，且科学依据的不确定性１３越强，它就越容易被社会建
构。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主建派专家提供的科学数据和“技术成熟、安
全”的结论是他们的主张得到认可的重要证据；对于公众而言，为了防
范潜在风险，“宁可信其有”，他们不但相信和拥戴反建专家，更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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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结论作为维护其反向主张的武器。由于主张的双方都深知在有
争议的领域里，决策制定过程容易受“修辞”的影响，因此，在主张竞争
过程中，各自不遗余力地证明其技术合理性：一是主张提出者进行面对
面的争论，例如，在Ｌ垃圾焚烧厂的论证会上，地方政府和当地民众都
提供了大量科学材料以佐证自己的主张；二是持不同观点的专家之间
关于技术细节的论争，例如，关于垃圾焚烧过程中二噁英排放的监控问
题和焚烧厂与居民区之间的安全防护距离问题。
双方都希望自己的主张通过媒体的塑造，在社会中扩大并强化，从

而展开对媒体注意力的争夺。地方媒体是地方政府宣传和造势的阵
地，地方政府在操控本地媒体方面远比公众有优势。在一段时间内，地
方媒体强调政府的管理困境，却对民众的反建主张“集体失语”。当地
公众只好把目光投向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异地媒体，如香港《文汇报》、
《南方周末》等，希望“异地监督”生效，从而推行自己的主张。（１）把自
己拍摄的垃圾场周围环境变化的照片寄给报社，制造视觉效果；（２）通
过关系网络联系外地媒体和记者对此事进行采访和报道，聚合大量居
民直接向媒体反复传递相似的观点和主张；（３）重视网络和网民的巨大
潜力，在论坛上展开大讨论，增加点击率，通过网络媒体引导正统媒体
去“求证”。公众在通过媒体宣传和扩大其主张的同时，还意图通过报
道引发大讨论，对地方政府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
程序合法与否是地方政府与公众主张竞争的又一重要领域。公众强

调国家相关法规赋予自己的环境管理参与权，如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
与，认为地方政府关门做决定的做法屏蔽了他们的环评参与权；而地方政
府的环境评价报告中，则清楚撰写了公众参与环境评价的过程和结果。
要在主张竞争中获胜，争取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也十分重要。地方

政府强调垃圾处理的公益性，希望赢得受益公众的支持；而当地公众除
了寻求道义上的同情，更将大多数人的环境利益与潜在的环境风险联
系起来，希望吸引更多人反对垃圾焚烧。
尽管上述领域内的竞争都很重要，但主张的合法化最终还得在政

治领域中得到确认，即取得政治合法性。首先，主张最好与当下的社会
背景和主流问题吻合，但又要有所区别，便于引起决策者的重视和辨
识；其次，主张须符合政策制定者的基本价值观，至少不能反其道而行
之，即主张能暗合中心决策者的某种需求和意图，从而默认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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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提出了“社会竞技场”概念，比喻各方行动者向决策者提出主
张，期望影响政策过程的情境（转引自汉尼根，２００６：１１５）。如上所述，
在这个竞技场上，不同主张者利用各种方法在不同领域中展开竞争，最
后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任何一个领域的“照顾不周”，都有可能使
得主张破产。

五、权力、资源与策略：环境议题的结构性约制与运作

权力和资源的支撑是环境议题呈现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漫长而
曲折的竞争过程中为主张提供“能量”。

（一）权力掌控
各利益方都呈递了自己的主张，但很少有势均力敌的情况，其原因

在于权力差异。“权力无处不在，但权力关系却很少是对称和完全民主
的”（汉尼根，２００６：１３７）。
我国现行制度赋予了地方政府和公众不对等的权力。体制转型为

地方政府扩权的同时，并没有在法律和制度上为公众赋权，公众对地方
政府应有的监督权仅留于纸面，权力行使空间被大大压缩。就大型公
共设施兴建而言，地方政府不但掌握选址、规划、土地征用、项目审批和
环境评价等一整套权力，并且还可以制定各种配套性政策，如“通知”、
“办法”和“意见”等。而民众的监督权沦为空泛，且监督权常常被各种
繁杂的程序所遏制。地方政府在国家根本制度框架下，既能对国家政
策和法规进行再理解和再界定，又能设计相应的操作性地方法规，以寻
求地方利益和组织利益最大化。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国家的很多法规
还不完善，往往为地方政府所利用。

１４．对于３００米的安全防护距离，环境专家之间存在很大争议，有专家指出，生活垃圾焚烧排
放的二噁英，不能只按照一般常规污染物排放源方法计算和考虑环境防护距离，因为二噁英
是极难降解的一级致癌物，并明确指出“３００米的防护距离太冒险”，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ｃｎ／ｂｂｓ／ｓｈｏｗｐｏｓｔ．ａｓｐｘ？ｉｄ＝３１３８８。

例如，在《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８４８５－２００１）国家标
准中，对生活垃圾焚烧厂的选址仅作了原则规定，具体的选址规范和细
则由地方政府制定。《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Ａ市地方标
准（ＤＢ１１／５０２－２００８）规定，“生活垃圾焚烧厂厂界距离民住宅、学校、
医院等公共设施和类似建筑物的防护距离不小于３００米”１４，并特别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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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Ｌ垃圾焚烧厂的拟建厂界距最近的居民建
筑直线距离仅２８０米。公众质疑Ａ市地方标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地
方标准的制定是以科学为依据，还是为Ｌ垃圾焚烧厂“量身定做”？
地方政府还通过权力影响专家、媒体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寻求科

学和道义的合法性。本来科学合法性应当独立于权力，但在地方政府
营造的这个权力空间中，各项合法性一方面受权力影响，另一方面它们
又维护权力的持存。在这里，合法性与权力之间形成一个封闭的自循
环系统，并在强大利益团体的支持下，空间不断被“加固”。
与地方政府相比，公众掌握的权力较少，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

有限的法律权限。当环境权受到侵害时，当地公众以公民合法身份联
名提起诉讼进行环境维权。他们希望通过合法“武器”表现他们身后的
合法支持，试图借助法律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但往往收效甚微。第
二，弱者身份的力量。在Ｌ事件中，公众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这一非制
度化手段，通过“诉苦”、“示弱”等策略得到政协委员、外地媒体和外地
公众对本地公众的支持和声援。第三，少数群体成员拥有的权力。受
害群体中有成员在某些领域具有权威，并握有一定权力和资源。Ｌ事
件中，ＺＨ苑的居民中有高院的法官、律师、教授和媒体资深记者，他们
拥有的职务权力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职务权力的运用存在三个问题：
一是个体是否愿意动用其权力，如前所述，不同身份的人受利益的约
制，另外，集体行为中存在“搭便车”现象，极大限制了他们利用职务权
力对抗地方政府的决策；二是与地方政府的权力相比，少数公众所具有
的职务权力呈原子化分散状态；三是少数公众拥有的职务权力能否合
法动用，存在权力使用途径的合法性问题。
尽管与地方政府及利益团体掌握的强大权力和经济实力相比，公

众手中的资源较少，但作为社会互动，利益相关者之间必然会相互影
响。权力弱势方可以借助他们掌握的某些资源对权力强势方实施一定
程度的影响；权力的强势方也会在某些方面受制于权力弱势方，正所谓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不同环境利益相关之间权力的互动，正是
环境议题非线性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资源控制与动员
不同环境利益相关者对环境议题的影响力，不但取决于该群体掌

控的资源总量，还取决于他们控制和动员资源的效果。在本案例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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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及利益团体掌控的资源有五项。
政治资源　主要指制度赋予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如地方发展规

划权、地方法规制定权、土地征用权、城市建设规划权、大型项目审批权
和环境管理权等。
经济资源　地方政府某些官员与垃圾焚烧厂投资方结成的利益集

团，为拟建垃圾焚烧厂提供稳定可靠的经济支持。除焚烧厂建设投资的
十亿人民币外，在项目招标等过程中，竞标方还有专门的“公关费用”。
文化资源　Ｌ事件中地方政府控制的文化资源包括学术研究机

构、专家和地方媒体等。地方政府资助或批准研究机构、专家或媒体的
某些申请和专门基金资助学术研究，要求研究结论能够证明地方政府
主张和决策的合理性；同时，又向研究机构、专家个人或隶属媒体施压，
禁止与地方政府“唱反调”。地方政府较普通民众更容易调动知识界的
头脑库和媒体资源，为其提供有利的合法化证据。
生活资源　对生活资源的控制主要针对那些在生活上有困难的、

依赖国家和政府救济的民众，通过对其软硬兼施，分化反建群体。
法规资源　利用国家法律和制度中有关结社的具体规定和程序，

尽可能阻止公众成立可能与地方政府抗衡的社团，提高集体行动的组
织和动员成本。
地方政府对重要社会资源的控制，一方面合理化自己的主张，另一

方面从公众内部离散反建力量，使议题按照自己的主张方向推进。但
反建公众并不因此坐以待毙，他们努力整合自身拥有的资源，积极动员
潜在资源。

１．天助自助者：自身力量的整合
我们自己的态度和行动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才是维权

能够进行下去并获得成功的根本。没有众多居民的支持和统
一行动，专家、官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不会帮着我们呼
吁的，即使呼吁也不会有好的效果。（访谈记录ＺＹ１００９２８）
组织资源　反建积极分子在申请行政复议和进行垃圾焚烧知识宣

传时，建立了网络论坛，收集资料和证据，起草行政复议申请书，联系律
师和媒体、开碰头会等。各社区积极分子的非正式交流，在一定程度上
加强了受害社区之间的联系，起到了整合反建力量的作用。
知识资源　包括专业知识和日常生活知识。Ｌ垃圾场所在的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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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在２０００年以后开发的商品房多定位为“精英的理想居所”，业主

８０％以上是白领和科研技术从业者，拥有多个领域（如环境、生物、化
学、法律、建筑、政府管理和经济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为反建主张提供
了知识支持，把反建主张阐述得合理合法，甚至直接质疑政府专家的观
点。例如，ＺＨ苑的Ｈ先生退休前在某国有科研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加
入反建活动后，Ｈ开始研究国家和地方的各种关于环境评估、防渗处
理、垃圾焚烧和环境保护的法规和资料。每当“反建”业主们需要派代
表与支持建设焚烧厂的教授、专家们辩论的时候，Ｈ都是作为民间技术
专家出场，且屡战屡胜。
另一类知识资源是日常生活观察。对垃圾填埋场污染和有毒物质

二次污染的关注最初来自当地普通居民，他们发现垃圾填埋场周边居
民的各种发病率高于其他地区，就着手整理了患病者名单和病种，以及
当地人的因病死亡率和病因。这些来自生活的直接体验和资料比政府
专家提供的复杂数据更令人震撼，也大大增加了反建主张的说服力。
关系资源　通过社区业主个人关系，获得“弱利益相关的强势群

体”的支持。ＺＨ苑和茉莉园里有“通天”的人，在民众申请行政复议阶
段，有人通过内部关系把各种材料和公众联名信直接送到中央一级相
关政府官员手中，避免通常会发生的“有去无回”的情况。
受害社区拥有的资源类型是不同的，例如，ＺＨ苑和茉莉园拥有知

识资源和关系资源，而Ｘ小区和Ｙ山庄因为距离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
厂界最近，具有充足的反建理由；ＺＨ苑借受污染最严重的Ｘ小区的合
法化身份，Ｘ小区借ＺＨ苑的知识资源和人际关系资源，实现了资源整
合，即行动能力与合理性的整合。

２．借力：潜在的外部资源
面对强大的对手，仅靠公众自身的资源把问题推上中央政府的议事

日程并得以解决，显然是不够的，因此需要动员并激活潜在的外部资源。
（１）借上级政府的力。并非所有政府部门和官员都与垃圾处理方

保持利益关系。因此，受污染公众希望能够获得那些“弱利益相关的强
国家力量”的支持。向政府借力，包括直接借力和间接借力两种方式。
前者主要是通过申请行政复议、诉讼和联名上书等方法求得上级政府
的直接干预；后者通过寻找上下级政府在利益、立场和基本价值等方面
的分歧，利用上级政府的政治权威和力量对地方政府施压。例如，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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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精神来否定地方政府某些决策的正当性。
尊敬的温家宝总理提出：“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

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是
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我们多么希望政府官员们能够遵照总
理的指示，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
如果有了错误，一定要及时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摘自

Ｌ地区公众的万人联名信）
直接借力的优点是可以快速有效地将垃圾污染状况问题化，并有

望得到解决，但要直接动员上级政府的资源和力量并不容易做到；间接
借力容易操作，但其效果远不如直接借力，地方政府可以对公众小规模
的施压置若罔闻。

（２）借相似处境公众的力。“十一五”期间，Ａ市计划兴建４座生活
垃圾焚烧厂。２００８年７月，Ｃ区垃圾焚烧厂点火试运营，各垃圾焚烧
厂附近的居民面临“共同的问题”，这为Ｌ地区民众反建垃圾焚烧厂提
供了更大的社会环境和气候。Ｌ地区公众向其他地区处境相似的公众
借力，借的是对抗议有利的“形势”。

最近Ｃ垃圾焚烧厂周围的民众闹得厉害，Ｃ区政府正式
向公众道歉，我们应该与Ｃ区反臭和反垃圾焚烧活动构成呼
应，借着这个势头“于情、于理、于法，有礼、有利、有节”地抵制
垃圾焚烧厂在Ｌ地区建设。（座谈会资料ＲＺ０８０９１３）
（３）借其他环境利益相关者的力。要在更大范围内使反建主张合

理化，还需要争取通过政府资质认定的科学权威的支持，所以，反建公
众希望获得经中央政府认可的专家的支持。例如，Ｌ地区的公众将国
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Ｋ、首都师范大学的ＬＤ教授等“反
建”专家拥戴为“民众的专家”。正是这一小部分专家在论证会上的据
理力争，才使建垃圾焚烧厂的决议没有快速通过，并且让更多人看到了
技术安全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了反建理由。公众对反建专家表示的
极大尊敬实际就是对专家资源的动员，尤其是在反建专家在评估组里
居于少数并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
受害公众还通过政协委员向上反映情况，政协提案是体制内合理合

法的主张表达渠道。２００７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前，当地公众找到了全
国政协委员ＺＪＦ。ＺＪＦ专门到Ｌ垃圾填埋场及附近地区进行了调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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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两会”提交了停建Ｌ垃圾焚烧厂的议案。此外，公众还借助环境非营
利组织的各种活动警醒其他地区的居民关于“垃圾焚烧”的危害性。
媒体资源也被当地公众很好地动员起来。通过业主关系或环境非

营利组织介绍，主动联络中央电视台经济资讯频道的《全球资讯榜》栏
目１５、《南方周末》、《中国环境报》等媒体，实地录制垃圾场状况，刊登有
关报道；同时，不断制造新闻点（如悬挂条幅和标语、集体参观垃圾填埋
场、集体上访等），吸引媒体关注，让媒体主动追踪他们。公众对媒体资
源的动员方式，由行动初期的平面媒体转向多种媒体（包括电视、广播、
杂志等），达到多渠道扩大影响力、获取更多社会支持和声援的目的。

１５．该栏目在ＣＣＴＶ－２周一至周日中午１１∶５０首播，具有较高收视率。

公众对社会资源的动员———不管是内部资源的整合还是外部资源
的借助———存在“机会空间狭小”或“合法性局限”的问题。由于缺乏制
度性保障，公众争取“相关专业机构独立鉴定，公共知识分子自由发言，
公共媒体监督职能，律师介入及司法部门独立裁决，以及各种政治力量
和市民团体支持行动等”（陈映芳，２００６：１６）的可能性很有限，并且行动
者在资源动员过程中面临种种政治和法律风险，甚至遭受威胁。所以，
在结构性的约制下进行资源动员十分不易。

（三）行动策略
环境状况“问题化”并非权力和资源简单转化的结果，各环境利益

相关者还需精心设计一整套行为策略，以便在种种结构限制和互动关
系中，将环境议题推向有利于自身的一方。

１．主建方的行动策略
关于城市垃圾管理，地方政府对上（上级政府）和对下（群众）都要

有合理的交代。地方政府对上的策略，一是区政府站在市政管理立场
上，反复强调垃圾消纳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二是“诉苦”，区政府一再强
调“巨量垃圾已经找不到地方堆了，政府也有难处”，“垃圾焚烧是为了
解决臭味扰民”；三是通过政策技巧，对上级政府的政策进行再界定，为
地方决策提供依据。这种在国家制度框架内依据地方利益设计操作性
法规的做法，特别在存在“制度间隙”的地方“创造性发挥”，几乎已经成
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共识（林梅，２００３；陈映芳，２００６）。
对于老百姓，问题初期采取区别性对待策略，拉拢远离垃圾处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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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垃圾处理中受益的普通公众，给环境利益受损公众带“高帽子”；通
过专家、媒体向市民宣传垃圾焚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邀请非本地公众
参加兴建垃圾焚烧厂的论证会，请市民代表到上海、深圳等地参观已经
建成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等；重申焚烧技术的可靠性，强调垃圾处理是国
家的重大工程，承诺给当地公众某种形式的补偿。

当受影响人群开始表达不满和反对时，地方政府采取“拖”和回避
策略，或不闻不问，或互相推诿。当公众正式表达反对主张并为之采取
行动时，政府的应对策略是：第一，在不影响重大既得利益关系前提下，
考虑妥协或退让，如公开道歉，承诺加大监管治理力度等策略；第二，当
涉及地方政府不愿退让的重大利益时，可能采用遏制策略，如上述资源
控制和程序限制。

即便通过问题制度化阶段，公众的反建主张成功搬上中央政府的
议事日程，官僚体系内的反对者也可能采取一系列的策略推迟问题的
彻底解决，将该问题返回并要求更深入的研究和论证———以确保这个
问题不会立刻被付诸行动。

１６．中国宪法没有将公民环境权规定为基本权利，环境权立法层次较低，环境法对公民环境
权在立法上规定不具体，且刑法缺乏对侵害环境犯罪的惩罚措施。

２．反建方的行动策略
在既定的结构性约制下，公众采取了“理性而不妥协”的策略。为了

提高行动效率，面对不同的互动对象，反建公众采取了不同的行为策略。
（１）面对各级政府
第一，采取“诉苦”与强调自身合法权益相结合的策略。倾诉垃圾

处理而产生的污染给生活带来巨大困扰，侵害了居民的环境权，强调受
害者是无辜的。公众强调自身环境权的正当性及应受到公共权力的保
护，但由于公共权力运用不当，侵害了公民的环境权。这一策略赋予了
公众的主张以道义合理性。但由于目前我国公民环境权的立法存在缺
陷１６，公众的环境权难以找到具体对应的法律保护。该策略在主张提
出的早期十分有效，能激起社会对受害者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但当
主张之间展开竞争时，却发现它缺乏制度支持。
第二，表明态度，站明立场。反对政府的主张是要承担政治风险

的，所以公众明确地将反对目标锁定为某项具体的不合理的城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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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而不是政府。一是表明公众行为的单纯动机———只是为了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利；二是避免被其他怀有不良动机的人利用和煽动。“我们
反对的不是政府，而是个别为己私利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官员和不合理的
垃圾治理决定”。正如道格拉斯（Ｄｏｕｇｌａｓ，１９８１：１５４）所说，“（他们的）立
场好像是一个斥责教会浮华的老派新教徒，他们并不是反对神，只是在
反对那些声称自己与神有特殊关系并借此牟利的人”。
第三，采取法律手段。如向各级政府递交联名信、上访、请政协委

员提交政治提案、申请行政复议、诉讼等。
第四，合法“挑战”。在上述办法失效的情况下，公众可能冒险在合

法范围内直接“挑战”对手，以引起当政者的注意。在公众的行政复议两
度被驳回，且Ｌ垃圾焚烧厂马上要开工的情况下，上千公众于“世界环保
日”这一天统一着装，集体到前国家环保总局上访。这种策略尽管属于
合法上访，但风险很大，一旦形势失控或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将彻
底改变行动的性质，政府可能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动用警力驱散。

（２）针对公众内部
首先，建立我群认同感和增强内部凝聚力。在本研究案例中，“环

境受害者”是Ｌ垃圾场周边居民的集体身份。在问题形成的初期，通
过将公众的具体诉求不断抽象化的策略，以“维权”为核心建立认同感，
将受害公众联合起来。

政府处理垃圾，也得让老百姓吃安心饭、喝干净水、呼吸
新鲜空气吧。干净的水源和清新的空气是大家的权利，合理
合法的权利，它还关系到我们后代的健康成长，所以要靠大家
来维护。顶！家园是大家共同的，需要我们团结一致来保护，
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摘自ＺＨ苑
业主论坛帖子）
在问题发展中期，增强公众内部凝聚力成为一项关键任务。由于

Ｌ事件牵涉既得利益的变动，注定该问题的解决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
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群众内部难免产生急躁情绪。为了“让事情热乎
着，不至于冷下去”，反建者将公众遭遇的共同困境定性为“社会问题”，
以缓解公众内部的急躁情绪，并将“保护环境”、“维护社会公正”等建构
为自身的责任，用以唤起成员的使命感，增强内部凝聚力。

保护环境、保卫家园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无论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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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水渠的上游还是下游，无论是居住在上风上水的宝地还
是市中心，我们拥有的都是同一片天空，饮用的都是同一个水
源，呼吸的都是同一方空气。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份沉甸甸
的责任！对全区如此，对全市如此，对全国也如此。（茉莉园
业主会议０８１０１０）
其次，审时度势。在Ｌ事件中，他们注意把握关键时机和“顺势”

的重要性。当时有一件事情有利于民众表达反建主张：市政府马上要
进行换届选举，公众希望借着“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势头，向市政府再次
表达主张。事实也证明，这一阶段，政府非常重视民意的表达，尽管问
题没有彻底解决，但至少民众的主张得到了政府接纳。
当地居民在与地方政府互动的过程中，通过判断政府的行为意向

来制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策略，以顺应主张竞争的需要，避免陷入“非
友即敌”的思维定式。例如，地方政府按照国家环保总局的要求暂停了
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当地公众开始颂扬各级政府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意
识提高”；２００８年下旬，地方政府曾在地方报纸上隐晦地表示“正在抓
紧论证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希望各项手续顺利办妥”，当地居民即刻
联名上书要求地方政府“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认真对待民意”。
再者，拿捏行为的“度”。对行为分寸的把握，一是为了既刺激政府

做出改变，又尽量规避集体行动潜在的风险，二是为日后修复公众与地
方政府的关系留下回旋空间。“不能不痛不痒、隔靴搔痒，也不能太过”，
采取合理合法、有礼有节的行为，防止过激行动。他们深谙体制的容忍
限度，所以选择了诉讼、申请行政复议和上访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

游行、示威这些方式不靠谱，发生直接冲撞对谁都没好
处，并且很容易让对方钻空子。可能由于一时的冲动行为，导
致整个反对垃圾污染的主张丧失合法性，那么之前所有的努
力都破产了。（访谈资料ＲＺ０８０９２２）
对尺度的把握还体现在主张表达的精准度上。反建总主张由诸多

分主张构成，包括具体反对什么，为什么反对，希望政府如何解决。比
如，“我们反对的是垃圾处理单位选址不当和管理不当造成的环境污
染，因为这侵害了居民的环境权，我们并不反对政府采取先进技术处理
垃圾”。每个分主张的表达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
保证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又不至于要求过分而激怒政府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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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破坏主张的合法性。
公众深谙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落回地方政府这一层，即便中央政

府做出了指示，最后具体怎么操作，还在于地方政府，所以地方政府能
够容忍的限度一直是他们制定行为策略的依据之一。把握行为的尺
度，也是为日后修复官民关系留条后路，更何况当地民众与地方政府的
接触并非仅此一件事情，“它还更为广泛地体现在有形与无形并长期绵
延的一种渗透于生活方方面面的日常化领域，在这些方面，业主们是无
法不依赖于区、市政府的，这即是所谓‘日常化权威’的一种体现”
（吴毅，２００７：４０）。
最后，“无组织的有组织化”。Ｌ地区反垃圾污染力量主要源自松

散的社区公众，而不是西方主流环境运动研究经常提及的那种自上而
下指挥的、专业化的组织形态。在Ｌ事件中，更是体现了群体利益指
向清晰、分散的个体行为和行为理性化等特征。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
判断越来越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当不同个体的利益
集中于一点，分散的无组织行为才会表现出组织化的效果。
也就是说，是共同的利益和诉求将众人联系到了一起，而这种松散

联系仅针对某个特殊事件，问题一旦解决，这些松散的联系就会解散，
所以它们不具备正式组织的基本特征。在现代化大都市中，普通民众
不敢也不能进行公开的、有组织的抗争。正如斯科特（２００７：２）所说，
“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
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
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并且，“那些具有相应组织化行动能力的知识
分子、中产阶层，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亦缺乏以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
动来变革制度的政治／法律空间”（陈映芳，２００６：１５）。Ｌ事件中出现的
“无组织的有组织化”恰好符合了“政府不愿意看到有组织抗议”的意
愿，而那些反建者也比较中意这种方式，因为它可降低政治风险。

（３）面向社会
之所以说Ｌ事件中的公众表现出一种“生活的智慧”，除了他们坚

持“理性”抗议外，他们还懂得如何“造势”并争取社会支持。
第一，将自身合法化，将对方问题化。在争取媒体和社会支持的过

程中，公众强调他们是在响应国家号召保护环境，而地方政府的决策却
不利于环保。一封通过网络传播并获得极大社会支持的联名信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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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化自身，问题化对方”策略发挥到极致。
在这封联名信中，首先，直接将要反映的问题提到一个关乎国计民

生、社会稳定的高度———“千万人口饮水安全和城市发展大计”；其次，

直截了当地摆明自己的主张，请求政府“放弃在Ｌ地区建垃圾焚烧
厂”；再次，分述主张的理由：疑惑、担忧和恐惧。同时，信中指出，地方
政府“选址严重违反环发８２号文件规定”，“区政府仍置民意于不顾，执
意在此建垃圾焚烧厂”，实际就是在“问题化”对方；最后，通过引用领导
人的讲话证明自身主张的合理性，并暗中对地方政府施压。

第二，丰富事件的相关议题。引发Ｌ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垃圾污
染，但Ｌ事件还涉及土地征用、城市开发、居民动迁和房屋产权等议
题，这些议题或在之前没有得到重视，或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当某个相
关事件发生，很可能吸引关注不同议题的人群，因为他们也在寻找契机
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于Ｌ地区公众而言，外界人群关心与Ｌ事件相关
的哪个议题不是最重要的，他们要的是社会关注和影响力。当事人需
要做的就是对同一事件中的不同议题进行描述，针对不同的对象，使用
不同的“解释框架”，以吸引大批关心不同议题的社会公众。以Ｙ山庄
为例，在Ｙ山庄购房的大部分房主是旧城拆迁户，他们关心动迁补偿、
房屋产权等问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过程中，这里的拆迁户除了描述
垃圾恶臭和自己对二噁英的惧怕外，还主动向媒体谈拆迁和“小产权”

等话题，并出示各种单据，表明自己还有哪些权利受到损害；征地农民关
心征地补偿，还牵扯出政府是否违规批地的问题；普通商品房业主则关
心市政府城市建设规划、开发商楼盘实体建成情况是否与规划一致和物
业管理等话题１７。随着这些议题的展开，关注Ｌ事件的人越来越多。

１７．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纠纷及业主维权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屡屡出现，并吸引了学
者们的深入研究（如，陈映芳，２００６，２００８；施芸卿，２００７；张磊，２００５）。

第三，造势。通过打官司、上访、递交联名信等行为既扩大社会影
响，又对居民有个交代，维持反污染的行动力。

起诉的事儿没多难，管他胜与败，递状子，造声势，虽败尤
荣，表明一种姿态。

我们不图钱，就是表明一种态度，上访、打官司不一定要
成功，关键是让外界知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损了，要造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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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政府产生触动，二是对周边的居民有个交代，不能让这个
事情冷下去，要热乎着。不以打赢为目的，不要赔偿，只要社
会影响。（ＺＨ苑业主会议０８１０１３）
不管主建方还是反建方，他们的行为策略既要从以往的“行动知识

库”中吸取经验，又需依据新形势不断创新。正如萨巴蒂尔（２００４：１６０）
所说，“个体并非能完全独立或自主地做决策，而可能会被拖入社会之
中。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者可采取更加广泛的策略，而且他们可从过去
的行动后果中学习到如何与时俱进地改变他们的策略”。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围绕“环境议题在结构性约束下如何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行
动得以呈现”这一主题，采用嵌入性单案例研究方法，从相关者的利益
冲突，主张表达与竞争，权力、资源和策略运作等方面，剖析了社会转型
期我国环境议题的呈现机制，以及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在应对环境问
题时的基本态度和互动关系。

（一）环境议题呈现的实质与特点
环境议题的呈现是政府、公众、垃圾处理方、媒体、专家和民间环保

组织之间的复杂互动。不同利益相关者带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利益得
失和动员各种资源的能力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试图“控制”局势。本
研究认为，环境议题呈现的背后隐匿着一套机制，即环境状况变化引起
群体利益分歧和冲突；利益分歧导致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同一客观环境
状况产生差异性认知，并提出不同的主张；为了将问题朝有利于自身的
方向建构，各方动用权力和资源，并采取不同行为策略，以引起上级政
府的注意，从而将环境状况“问题化”，争取将其进入政府议事日程并获
得解决（见图２）。
在这一机制中，呈现的不仅是环境和科技问题，更是关涉“社会资

产”（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ｏｄｓ）和“社会公害”（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ｄｓ）在公众中如何分配的公共
政策安排，乃至政治公平问题，如罗尔斯（１９７１）所言，环境议题的本质
是政治的、非科学的。如前所述，依据利益卷入度和影响力大小，环境
利益相关者被区分为最小优先权群体、弱利益相关的强势群体、强利益
相关的弱势群体和最大优先权群体。在主张表达和权力运作阶段，弱
势群体的利益和主张极易被结构性地加以忽视，但这种来自强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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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环境议题呈现的机制

的有意忽视已阻止不了民意的表达。环境抗议的出现表明，各利益相
关者并不一定要求达成结果的一致，但要求在面对公共问题时能够获
得各方持续对话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

环境公正和政治公平的要求体现在环境议题呈现的不确定性上，
它不再依据政府或者某一方利益相关者的意志有计划地依次推进，没
有谁可以把持议题的发展方向和程度。环境议题的提出、表达和形成
已开始逐步由“政府主导型”和“精英主导型”向“环境利益相关者共构
型”过渡。转变背后暗藏着深层社会变化，例如，公众环境和权利意识
提高，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诉求增长，社会环境开放度增加，民间环保
力量成长等。
环境议题的呈现具有两个特点。首先，环境议题呈现的不确定性，

它源于：（１）现存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对于某一新事物，现存科学知
识可能并不足以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明确且一致的判断，例如，关
于垃圾焚烧对环境的影响，目前科学界并没有定论。科学依据的不确
定，使各环境利益相关者都有机会依据自己的利益和意愿来建构环境
议题，“一个问题的事实不确定性越强，就越容易被社会建构”（Ｍｕｒｐｈｙ
ａｎｄ　Ｍａｙｎａｒｄ，２０００：１３４）。（２）话语表达的多样性。不同利益相关者
提出不同主张，并采用不同话语框架和修辞手段支撑自己的主张，决策
者就面对一大堆互相竞争甚至矛盾的主张和话语。在那些存在争议且
缺乏先例的领域，决策者很容易受各方话语与“修辞”的影响，因此，当问
题事实不确定时，话语表达的多样性容易导致环境议题呈现方向的不确
定。（３）情景的不确定性，即各方环境利益相关者会在不同的情景中互
动，这可能影响他们对问题的表达。例如，当少数受政府邀请参加听证
会的群众代表，被一大堆“披着白大褂，以图标和统计数字武装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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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团团围住时，他们对问题的表述往往不同于他们在社区内部业主会
议上的表现。此外，偶然性事件也可能改变议题的发展方向。
其次，环境议题呈现的方式模式化。复制和效仿是其最重要的特

点。“状况问题化”、“让政府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不仅在本案中得到体
现，而且也为其他有相似困扰的群体提供“解题”思路。在Ｌ事件中，
当地业主直言不讳地承认厦门ＰＸ事件给了他们很多启示。“群体抗
议—专家论证—媒体关注—社会影响扩大化—中央政府介入”似乎成
了一套有效的环境议题建构模式。但这种可“复制”的模式无疑增加了
社会风险。

“复制和效仿”现象的产生，意味着当代公众环境风险意识和权利
意识增强。当他们认为身处体制内却找不到有效表述途径时，就可能
采取体制外的表达手段，从而造成诉求与达成手段“错位”。社会一旦
普遍性地出现这种“错位”现象，就很容易引起群体失范行为，对社会稳
定造成冲击。政府应当注重公众风险意识的变化和他们遭遇的困境，
按照弗罗伊登伯格（Ｆｒｅｕｄｅｎｂｕｒｇ）的说法，“正如对科学家的风险评估
不能只是尊敬一样，对公众的风险意识也不能只是蔑视”（转引自哈珀，

１９９８：１６９）。因此，针对这些潜在的风险，不断完善制度并改善制度政
策实施的社会环境才是唯一的有效途径。

（二）反思：“别在我家后院”
面对那些带有污染性质的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多数公众只是要求

“别在我家后院”，但是，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人口剧增，用地紧张的
情况下，这些必要的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应该建在何处？

“我不反对焚烧垃圾，但是反对在我们这里烧”，本案例中反建代表
的话说出了大部分居民的心声，它暗合了西方“邻避运动”（ＮＩＭＢＹ）的
精髓。“邻避运动”最早出现在欧美国家，因居民希望保护自身生活领
域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设施干扰而发起。在我国，厦门、大连ＰＸ
事件，上海磁悬浮列车路线事件，全国各地的反建垃圾焚烧厂事件，都
可见“邻避运动”的身影。或许我们可以打着维权的旗帜通过集体抗议
要求政府另行选址、搬迁，将风险转移到那些维权意识薄弱又缺乏利益
表达渠道和能力的群体身上，但终究不能将风险消除。当人们欢呼民
意的胜利时，这难道不是强民意对弱民意的胜利吗？其结果是借助所
谓的民主机制将风险进行时空转换，再生产出新的环境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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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没有最终胜利者的竞争中，可以尝试的是建立透明的信息
公开制度，公正的公众参与制度，以及对设施周边居民实施的各种补偿
制度。尽管公共政策的后果不能为所有社会成员所接受，但至少当事
人有机会平等地表达主张，这种意志形成和表达过程的本身，就预示了
公共政策的正当性。但遗憾的是，在当下，我国普通公众并没有获取公
共决策的核心信息和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更遑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
风险沟通了。所以，“邻避现象”不仅仅是在拒绝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恶
物”，也是对政治不平等的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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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ｔｔｅｌ，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Ｈ．ａｎｄ　Ｐ．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５）：２１１
－２３０．

Ｄｏｕｇｌａｓ，Ｍａｒｙ．１９８１．“Ｈｉ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ｏｗ．”Ｔｉｍｅ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１３）：１５３－
１５４．

Ｄｕｎｌａｐ，Ｒｉｌｅｙ　Ｅ．ａｎｄ　Ｗ．Ｒ．Ｃａｔｔｏｎ　Ｊｒ．１９７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５）：２４３－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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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制与建构：环境议题的呈现机制



Ｄｕｎｌａｐ，Ｒｉｌｅｙ　Ｅ．ａｎｄ　Ｗ．Ｒ．Ｃａｔｔｏｎ　Ｊｒ．１９８３．“Ｗｈａ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ｈａｖｅ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３３）：１１３－１３５．

Ｄｕｎｌａｐ，Ｒｉｌｅｙ　Ｅ．ａｎｄ　Ｗ．Ｒ．Ｃａｔｔｏｎ　Ｊｒ．１９９３．“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３）：２６３－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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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Ｐｅｒｓｐｅｖｔｉｖｅ．”Ｉｎ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Ｂｕｒｇｅｎｍｅｉｅｒ，Ｂ．Ａｒｍｏｎｋ，ＮＹ：Ｍ．Ｅ．Ｓｈａｒｐｅ．

Ｄｕｎｌａｐ，Ｒｉｌｅｙ　Ｅ．ａｎｄ　Ｂｒｅｎｔ　Ｋ．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２００６．“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Ｃｌｉｆｔｏｎ　Ｄ．Ｂｒｙａ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ｎｎｉｓ　Ｌ．Ｐｅｃｋ．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ＣＡ：Ｓａｇｅ．

Ｅｎｌｏｅ，Ｃｙｎｔｈｉａ　Ｈ．１９７５．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Ｆ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ａｖｉｄ　Ｍｃｋａｙ．

Ｍｕｒｐｈｙ，Ｐｈｉｌｉｐ　ａｎｄ　Ｍ．Ｍａｙｎａｒｄ．２０００．“Ｆｒａ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ｌａｓｈ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２（２）：１３３－１５３．

Ｐｅｌｌｏｗ，Ｄａｖｉｄ　Ｎ．，Ａｄａｍ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ａｎｄ　Ａｌｌａｎ　Ｓｃｈｎａｉｂｅｒｇ．２００１．“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４（４）：４２３－４３９．

Ｓｃｈｎａｉｂｅｒｇ，Ａｌｌａｎ．１９８０．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ｒｏｍ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ｔｏ　Ｓｃａｒｃｉ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ｏｌｅｓｂｕｒ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９７６．“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ｍａｙ　Ｄｅｍ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ｒ
Ｈｏｗ　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ｎｏｔ．”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５４）：３７９－３９７．

Ｓｐｅｃｔｏｒ，Ｍｉｃｈａｌ　ａｎｄ　Ｋｉｔｓｕｓｅ，Ｊ．Ｉ．１９７３．“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　Ｒ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２０）：１４５－１５９．

Ｙｅａｒｌｅｙ，Ｓｔｅｖｅｎ．２００２．“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Ｎｏｔ－ｖｅｒｙ－Ｈｅｒｃｕｌｅａｎ　Ｌａｂｏｒｓ．”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Ｒ．Ｅ．Ｄｕｎｌａｐ，Ｆ．
Ｈ．Ｂｕｔｔｅｌ，Ｐ．Ｄｉｃｋｅ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ｉｊｓｗｉｊｔ．Ｌａｎｈａｍ，ＭＤ：Ｒｏｗｍａｎ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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